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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09

Abstract：The time around 4300 years ago marks a crucial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ilestone, representing a key stag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ncient states to states. During this period, various
regions such as Haidai, southern Shanxi, northern Shaanxi, Gansu-Qinghai,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jade-using centers, represented by cultures such as
Shandong Longshan, Taosi, Shimao, Qijia, and later Shijiahe. This period saw the emergence of the second
peak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thic jade culture, showcasing the simultaneous coexistence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various jade cultures. Multiple centers exis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jade cultures exhibited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North-South pattern. Jade artifacts, as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cultural progress,
reveal new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focus, ritual systems, and role transitions during this phase. These
trends reflect changes in societal complex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marking a significant shift in ideological
aspects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Around 4300 years ago, jade culture, new trend

摘要：距今4300年前后是考古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古国向王国演进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在海岱、

晋南、陕北、甘青、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为代表的

多个用玉、制玉中心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展现出各玉文化同时并存、相互影

响，各地区和各玉文化存在多个中心，玉文化发展存在南北模式等新的阶段特点。玉器作为文明进程的重要指

针，这一阶段玉文化在发展重心、礼仪系统及角色转换等方面表现出的新态势，是文明进程中社会复杂化、文化

整合统一等意识形态方面变化的反映。

关键词：距今4300年；玉文化；新态势

距今4300年前后玉文化发展的新态势
——从新石器时代两次玉文化发展高峰入手

距今4300年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古国时代早晚

两段的时间节点［1］。碳十四系列测年结果也显

示，4300年是诸多考古学文化的起始时间。其后

的 500年，属于龙山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国史前

传统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新兴资源重新配

置，社会结构进行了大规模整合重组，是探索中

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也是古国向王国时代演

进的关键阶段［2］。

在此关键阶段，玉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

格局与态势。在海岱、晋南、陕北、甘青、长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视阈下的秦系玉器研究》（批准号：23BKG032）的阶段性成果。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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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地区发展出以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

峁文化、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

化） 等为代表的多个用玉、制玉中心。（图一）

除了海岱地区外，其他区域都是新发展起来的玉

文化中心；各中心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并且每

个中心都存在多个代表性的遗址，可视为分中心

或次中心；另外玉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鲜明的南

北模式［3］。

对于这一阶段玉器发展的基本脉络，已有学

者作专文讨论［4］。但是纵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

器玉文化发展，存在两次大的发展高峰：第一次

大致是在 5300年前后，以凌家滩文化、红山文

化、良渚文化玉文化为代表；第二次大致是在

4300年前后，以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

文化、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玉文化为代表。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次玉文化高峰见证了中华

文明进程中古国的形成与发展，孕育了王国的

形成，两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与文明进程中两个

重要节点相关联。因此本文拟以距今 4300年前

后玉文化发展的新态势为切入点，通过对两次玉

文化发展高峰的比较，观察这一阶段玉器玉文

化发展与演变的新特点，并尝试探求玉器玉文

化在文明进程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表现与作

用。

一 玉文化的发展形式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中各玉文化时代相

继，个性鲜明，具有承继关系；第二次玉文化发

展高峰中的各玉文化时代相当，多中心一体，难

分伯仲。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凌家滩文化

（距今 5600—5300 年 ［5］）、红山文化 （距今

5500—5000年［6］）、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
年）等代表性玉文化，发展时代相继，有承继和

延续发展的特点。三个代表性文化集独特的玉器

种类、造型纹样、制作工艺、用玉习俗、玉料等

于一身，是完整又独立的制玉、用玉中心，个性

鲜明，在文化传播中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图二）

与此同时，各文化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图一 距今4300年前后玉文化中心的分布情况

图二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三个代表性文化的部分典型器物与纹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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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凌家滩和红山文化中就有很多造型和使用上

都非常相似的器物，如玉龙、玉猪、玉鸟、玉人

等，两者间应有某种紧密联系，或者具有某种共

同的信仰体系，也不排除有人群的直接交流。最

后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玉器，集两者玉文化发展

之大成，尤其是承继了凌家滩玉文化传统，形成

了相对成熟的玉器使用体系及与其对应的相对完

善的宗教体系。三个文化皆流行趋坛而葬［7］、贵

族墓与祭坛一体化，流行玉敛葬，而且红山文化

中普遍以石构筑祭坛，凌家滩文化也以石块来构

筑祭坛，良渚的瑶山和汇观山遗址是土石结合

的，而其他太湖流域的祭坛遗址都是土筑，可见

三个文化间确实有着微妙的联系［8］。

第二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海岱地区受到

燕辽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的影响，经大汶

口文化中晚期，玉器体系逐步发展起来。其他玉

文化中心区域，虽然在此之前都有一些零星的玉

器发现，但是都没有形成规模，形成玉器制作与

使用的中心。

玉文化中心的形成应该具有三个条件：一是

稳定的玉料来源；二是成熟的制玉工艺；三是赋

予玉器特殊功能的宗教信仰或礼仪体系。第一点

是有就近分布的玉矿或者通过某种途径可以稳定

地获得玉料。在这一阶段，随着跨区域互动网络

的形成与互动［9］，玉料作为珍稀资料在各文化圈

顺畅流通，不再是局限玉文化中心形成的资源性

条件，掌握玉料流通的遗址或文化，也可以成为

玉文化中心，如石峁、陶寺、后石家河文化等。

第二点是成熟的制玉工艺，由于玉本身的物理特

性，玉作工艺比石作工艺对工具和技术的要求更

高。第三点最为重要，如果在宗教信仰或者礼仪

体系中并不尊崇玉器，或者玉制品并没有被赋予

一些特殊的含义或者功能，那么即使在玉料产地

也不容易形成用玉中心。

从各个玉文化流行的绝对年代看，海岱地区

龙山文化（距今4300—3900年［10］），晋南地区陶

寺文化（距今4300—3900年［11］），陕北地区石峁

文化（距今4300—3800年［12］），甘青地区齐家文

化（距今4200—3600年［13］），长江中游地区后石

家河文化 （肖家屋脊文化）（距今 4200—3800
年［14］），表现出非常强的集中性。各玉文化的发

展时间基本相同，几乎同时出现，又同时消亡。

齐家文化的延续时间较长一些，但是齐家文化晚

期玉器衰落，仅余零星的绿松石饰品，玉文化的

发展时间段仍与其他文化一致。陶寺和石峁文化

是两个对玉器进行整合发展的玉文化，而且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是甘青与海岱地区的枢纽。山东

龙山文化的玉器发展承继了大汶口文化的传统，

发展时间长，体系相对完备。再有齐家、后石家

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玉器，对当时周边玉文

化，以及二里头玉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

响。因此从玉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各

1、2. 玉琮（陶寺遗址、五莲丹土遗址） 3、4. 玉钺（下靳墓地、西朱封墓地） 5、6. 玉钺（陶寺遗址、五莲丹土遗

址） 7、8. 玉璜（石峁遗址、陶寺遗址） 9、10. 牙璋（海阳司马台遗址、石峁遗址） 11-13. 牙璧（海阳司马台遗

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

图三 北方地区玉文化中部分同类器物器形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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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旗鼓相当，难分伯仲。

北方地区玉文化呈现出趋同的趋势［15］。（图

三）有些器物，如玉壁环，如果脱离出土背景，

简单从器形、制作工艺等方面来推断其文化属性

究竟是属于陶寺文化、石峁文化还是山东龙山文

化十分不易。而且各玉文化中都能见到同时的数

个玉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如石峁文化就出土有后

石家河文化的玉虎头、鹰形笄等，齐家文化的宽

体多片璜联璧，陶寺文化的璜联璧、瑗式璧，山

东龙山文化牙璧等。这些各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

短时间内出现在周边其他文化中，反映出各文化

间有着顺畅和频繁的交流与影响。

从以上方面看，第二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

段，各个玉文化，尤其是北方地区，各有特点，

又整体趋同，整个发展呈现出多中心一体的特点。

二 玉文化的发展重心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的重心在南方，发展

时间长、遗址分布广、数量多、影响深远。第二

次的重心在北方，发展时间短，但是规模大，影

响范围广泛。

在第一次发展高峰，红山文化位于北方燕辽

地区，凌家滩、良渚文化位于南方长江下游地

区，虽各有特点，但是整个玉器发展的重心是在

南方地区。首先从出土玉器的数量就能窥其一

斑。经考古调查、发掘、征集、采集的红山文化

玉器数量约有355件［16］，再加上一些散落于国内

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的玉器，总数量应该不

会超过千件。凌家滩遗址从 1989—2016年 5次发

掘出土玉器就有千余件［17］。良渚文化玉器数量超

过万件［18］，是其他文化的数十倍之巨。其次再看

出土玉器的遗址分布情况，红山文化玉器主要集

中在赤峰和朝阳地区［19］，主要是牛河梁、东山

嘴、胡头沟等墓葬和遗址的出土品，和敖汉旗、

巴林右旗、翁牛特旗等地的征集采集品，其余地

点数量很少。凌家滩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凌家滩

遗址。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数量大、分布

范围较广，出土玉器的遗址点超过60处，分布范

围主要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20］。再次从玉器

的流行时间看，三个玉文化的发展阶段延续千

年，在距今5300—4300年间，玉器得到不断的发

展，尤其是良渚文化，在其消亡的数百年后，在

广东、甘青、陕北、晋南等地的遗址中仍能发现

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琮、玉璧等，足见其深远

影响。因此无论是从遗址的数量、出土玉器的数

量，还是出土玉器遗址的分布情况、玉文化的延

续时间，南方发展时间长、规模大、数量种类丰

富，是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的重心地区。

第二次发展高峰的重心在北方地区。第二次

发展高峰中的 5个玉文化中心，除了后石家河文

化（肖家屋脊文化），其余4个中心都位于北方地

区。首先从制玉、用玉的中心分布看，北方地区

就显得尤其重要。其次再看出土玉器的数量，晋

南地区仅陶寺墓地出土玉器就超过500件［21］，下

靳墓地出土玉器近200件［22］，另外清凉寺墓地出

土玉器200余件［23］，这些数量还不包括绿松石饰

品、饰片。齐家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据不完全统

计，约 3500件［24］，石峁遗址玉器出土数量也应

在 3000～4000件［25］，甚或更多。山东龙山文化

出土玉器较为集中，数量也稍少一些，应该在

100余件。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各地点

出土玉器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有600余件［26］。简

单从数量和规模看，在第二次高峰时期，北方都

是玉文化发展的重心。而且在此之后，北方地区

的牙璋、带领璧、玉璧等玉文化因素，夏商时期

在闽粤、香港地区的普宁龟山［27］、平宝山［28］，

深圳黄竹园沙丘［29］、向南村［30］，香港东湾仔［31］、

大湾［32］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在越南冯原文化中

玉璋与玉璧是代表性玉器种类［33］，是第二次玉文

化高峰中以北方地区为重心的玉文化发展的外

渐［34］，体现出其影响的广远。

三 玉文化的礼仪体系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中建立了礼玉系统，

推动了信仰体系的建立与认同；第二次发展中形

成了礼仪制度，推动了文化整合，整合统一了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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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的玉文化面貌。

第一次发展高峰中，南北方玉文化发展有着

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并且差异较小。良渚文化

玉器作为这一阶段的集大成者，发展出具有自身

特色的礼仪系统。良渚文化社会是被玉器表述出

来的社会，玉器表述出六个级别的墓地或可简称

家族，区分出四大等级的人群，形成一个塔形的

社会结构［35］。玉器作为等级标识，彰显着文化内

聚落群间、聚落群内、不同家族、同一家族内人

群的等级差异以及性别差异［36］。以钺、琮、璧及

复杂玉头饰等为代表的礼玉种类，其上琢刻神人

兽面纹，体现出良渚文化玉器在原始宗教或信仰

体系中逐渐增加了礼仪的内容。明晰的用玉等级

差异背后，是玉器所蕴含的用玉礼仪系统，也即

礼玉系统，通过玉器来传达和表达等级和信仰系

统的体系，是礼仪与宗教信仰结合的产物。良渚

文明是玉器文明，是玉礼制文明，在整个良渚文

化分布区有着广泛的认同，玉礼器系统的礼制和

观念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

带［37］。良渚文化通过建立礼玉系统，将玉器所蕴

含的信仰体系推广到更大范围，更广区域。

第二次发展高峰中，南北方玉文化差异加

剧，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38］。南方地区玉文化的

发展以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石器传统为基础，融

合本地文化因素，玉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独立性的

特点，走的是延续传统、独立发展的发展模式。

北方地区玉文化以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玉

石器传统为基础，融合各时间段多地区多种玉石

器文化因素，各玉文化间频繁互动，玉文化的发

展呈现出趋同的特点，走的是兼容并蓄、融合统

一的发展模式。

南方地区主要承继了礼玉系统中玉器蕴含的

原始宗教与信仰的观念，融合良渚文化中对神人

或祖人图像的崇尚和相对比较完善的宗教体系，

将日月鸟兽图像崇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吸

纳本土文化及良渚文化中的神秘造型、纹样及其

蕴含的观念，不断地开创新工艺，使得蕴含宗教

与信仰观念的器物造型复杂化、神秘化，以彰显

持有这类神徽类玉器人群的特殊性。北方地区主

要承继了良渚文化建立起来的礼仪观念，在璧钺

为基础的礼玉系统的基础上，吸纳与整合各时期

各区域的玉石器文化因素，取之并入自身的礼仪

系统，并根据自身需求创造出新的器形来完善礼

玉系统，摈弃早期玉文化中对图像、图案的重点

刻划，也即对神人或祖人的崇拜内容，以简洁、

利落的几何造型器物组建新的礼玉系统。通过频

繁的交流互动，最终以主体为钺、铲 （圭）、

璋、刀等长条端刃器，璧环等圜形器的礼玉系统

为媒介建立起来的礼仪制度，整合统一了黄河流

域的玉文化面貌。

四 玉文化的服务对象

第一次玉器发展高峰中，礼玉系统服务的是

以神权为主导的社会，玉器是核心载体与媒介。

第二次玉器发展高峰中，礼玉系统服务的是以王

权为主导的社会，玉器只是其中一种载体与媒

介，礼仪系统更为完备。

在第一次玉器发展高峰中，玉器与观念信仰

和萨满式的宗教有关，在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

式中具有绝对权威地位。统治阶层通过玉器及其

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完成对王

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39］；通过对玉器资源的控

制，维系中心地位，来保持对周边聚落群的控

制［40］。玉器是当时社会等级、身份的最主要标

识，因此玉器是最能反映出遗址等级、人群等级

的器物。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墓葬以玉为葬，

只有个别墓葬中随葬有零星陶器。良渚文化中遗

址、人群等级皆以玉器为主要区分标准。

在第二次玉器发展高峰中，在发展的重心北

方地区，反映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的玉琮被改造、

被弱化，具有神权意义的祖先图像被摈弃，在重

世俗、重管理［41］的文明模式中，反映等级与权

力的器物不是单一的，而是组合的，玉器只是其

中的一种载体或者媒介。以陶寺墓地为例［42］，早

期高等级大型墓葬中一般随葬成套的石质工具、

实用陶器、漆木器及乐器等；中期大型墓葬中一

般随葬成套的彩绘陶器、漆器及玉器等，玉器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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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品中的等级象征并不突出。而且同时期黄河

上游和下游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还流行随葬猪下

颌骨，另外鳄鱼骨板也是最高等级的指征物［43］。

从这一阶段各文化墓葬情况看，成组陶器（彩绘

陶、蛋壳陶、白陶）、漆器、乐器（鼍鼓、鼓）、

成组猪下颌骨等组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宴饮组

合，与玉器一并成为新的礼器系统。而且玉器的

使用语境得到了拓展［44］，从墓葬到祭祀，涉及到

礼仪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方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

核心区域石家河遗址各地点中，仍以神权为主

导，玉器主要出自瓮棺葬中，还有玉敛葬的遗

风，但是器形较小，可能多为佩饰。在其他地点

中，玉器只是其中一类随葬品，数量也很有限，

而且多为残件［45］。但是在宗教遗址周边，尚未发

现玉器，而是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陶缸 （筒形

器）、陶杯、各类陶塑动物、陶偶等，可见玉器

在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中可能并非单一或具有绝

对地位的象征物。

五 余论

距今4300年前后，从大汶口晚期就开始的在

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文化面貌趋同的

龙山化过程中［46］，玉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新的态

势。

这一阶段，在没有用玉传统的晋南、陕北、

甘青、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数个用玉、制玉的文

化中心，这些中心在同一时间段内并行发展，相

互影响，难分伯仲。在第一次玉文化发展中建立

起来的信仰体系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整合，并

形成了礼仪制度。玉文化发展的重心由南方转移

至北方地区，南北方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北

方地区各玉文化通过频繁又深入的互动，在文化

因素上表现出多元性、复杂性与综合性，但是在

玉文化整体面貌上表现出趋同性、一致性与一体

化，是多元性与统一性的结合。这些是北方地区

这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

生业模式的各部族、人群间文化汇聚与认同的映

射，是文化上整合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整合与认

同的基础上，随即在中原地区孕育出现了国家，

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阶段——王朝阶段［47］。同一

时期的南方玉文化继续保持传统，表现出独特性

和独立性，更倾向于输出而非吸纳、融合。在这

样的文化传统与背景下，南方地区虽然在很长时

间拥有发达的发展中心，对北方地区也有着深刻

的影响，但是却始终未能发展形成地域性王国。

诚然，文明进程是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通

过单一种类的器物，不可能了解它的全貌。但是

玉器作为高层次高等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载体、

精神世界的象征，是一个人群宇宙观、世界观的

体现，是文明进程与社会复杂化的见证。新石器

时代玉器玉文化发展的两次高峰，一次见证了古

国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次孕育了王国的形成，两

次玉文化发展高峰构成了玉器时代的主要内容。

正是通过这两次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高峰阶段

的发展，统一了中华文化圈内玉文化的整体面

貌，整合了玉器制作工艺技术，接纳了各类玉器

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奠定了中国玉器玉文化的发

展趋势。从此以后，无论是王朝阶段还是帝国阶

段，无论哪个部族主导政权，无论新增什么样的

器类、纹样如何变化，无论玉文化的因素如何多

元，从玉文化的整体面貌上看，中华文化圈都展

现出统一性、一致性的特点。

在第二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之后，随着中原地

区对集体运作和公共事务的重视，文化和社会发

展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发达文明形态中，

宴饮礼制传统逐步确立［48］，随着社会上层贵族对

更大范围、更广区域更多的珍稀资源的控制，社

会资源控制体系的建立，龙山时代跨区域互动网

络的形成与发展［49］，玉器不再是唯一的珍稀资

源，随着铜器的广泛使用，玉器的突出地位有所

减弱，与新的文明形态同时发展起来的是下一个

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1］赵辉.“古国时代”［J］.华夏考古，2020（6）；赵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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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 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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